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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知识创新在促进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产业集群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本文梳理了近年来国外学者

关于产业集群知识创新研究的重要领域和观点，以期为促进国内经济发展提供研究支撑。本文首先从产业集群重点关注的外

部性之一知识溢出入手，围绕本地嗡鸣和全球通道观点介绍国外学者的相关分析和思考；然后进一步将知识本身打开，列举不

同的知识类型；接下来围绕知识的传递特性，介绍知识的网络结构；最后对知识的动态演变、创新过程、临近维度等其他重点领

域相关内容和观点进行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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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全球化时代，知识创新和学习已经成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驱动力［1‑4］。产业集群是经济发展

的重要载体，而受个人互信关系和区内机构共享作用，知识更易于在产业集群内产生而不是群外［5］，在此基

础上，与产业集群相关的知识创新研究近年来成为热点［6‑7］。本文梳理国外学者关于产业集群知识创新的若

干重要观点和概念，以期为掌握国际动态、领域内容、关注重点，以及促进我国自身经济发展提供一定基础性

支撑。

一、产业集群内外的知识溢出

从 Marshall开始，产业集群的 3个外部性被广为

关注，即知识溢出（knowledge spillovers）、投入产出关

联（input‑output linkages）、劳动力市场池（labor market
pooling）［8‑9］。近年来，围绕产业集群内外不同范围的

知识溢出展开了大量研究，这其中 local buzz（本地嗡

鸣）和 global pipelines（全球通道）的热度非常高。在

产业集群内部，仅仅是因为“在这里”便可以获取信息

及知识的过程被称为本地嗡鸣；在产业集群外部，通

过与特定提供者建立交流渠道获取信息及知识的过

程被称为全球通道［10］，如图 1所示。

buzz（嗡鸣）最早由 Storper和 Venables［11］提出，其

认为 buzz是城市集聚经济作用力的一种，通过了解产

业链上游情况、有意地面对面交流、非有意及散漫地

交流甚至只是人在这里便可获取信息。在随后的研究中，其非常强调面对面交流，认为上述是高效的交流技

巧、在不确定环境下克服协作及激励问题的方法、让成员愿意留在群体里的关键要素、心理动力的直接来源；

而上述要素的组合效果便是 buzz［12］。总体来看，buzz涉及产业集群内个人和企业因面对面交流、共同在场、

共同相处等获得信息及知识的环境。信息及知识的获取可能发生在与本地供货商谈判、工作时间的交流、与

邻居在花园对话、跟其他员工午饭时间交流等多种过程中，包括闲聊、流言传播、头脑风暴、深度访谈等多种

形式。在同一个产业集群内部，相同的语言、技术风格、制度结构、观念体系，以及交流及了解程度都促进了

本地 buzz的形成。除此之外，本地传播（local broadcasting）［13］、噪音（noise）［14］表达同 buzz类似的意思。

pipelines（通道）最早由 Owen‑Smith和 Powell［13］提出，在研究波士顿生物技术产业集群中，其用 pip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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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文献［10］整理

图 1 本地嗡鸣和全球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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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描述本地之外的更远区域信息交流渠道，另外，更加关键、成熟的知识往往通过这种渠道获取。本地环境

内生存发展的企业需要与外部建立系统性联系，以保证动态掌握市场趋势和新兴技术。如果不能保持这种

外部联系的话，产业集群自身可能发展停滞。尤其对于创新型集群，前沿技术经常变化、新产品和工艺流程

持续出现，其必须与全球不同的社会机构、文化环境相联系，以保障适应和应对能力。相对于散漫的本地

buzz，全球 pipelines的创建是一个预先设计、提前规划，并且需要投入时间和金钱成本的复杂过程。因此，这

些通道的建立目标明确，且数量有限。通道内传递的信息和知识经过思考后过滤，一般而言更为专业成熟。

产业集群内部和外部的知识溢出并不是相互独立存在的，众多学者的研究发现成功和创新型企业一定

是有效地共同利用了内部和外部综合知识成果和连接渠道［15‑17］。Morrison等［18］通过模型测算全球通道对产

业集群内部知识增长的影响发现，产业集群有外部全球通道并不是影响其知识程度的决定因素，只有本地嗡

鸣的质量高时，全球通道才会更好发挥作用。除知识本身外，知识网络也有着同样的表现，Chaminade和
Plechero［19］以欧洲各国、中国、印度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产业为研究对象，发现本地创新网络的“厚薄”和创新

程度，是其连入全球创新网络状态的关键性因素。

二、知识类型的相关探讨

欲研究知识创新，对于知识本身进行分析则非常必要，而知识类型的分析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在此研

究领域，分析型与合成型、意会和编码等知识类型被广泛关注。

分析型知识（analytical knowledge）和合成型知识（synthetic knowledge）。分析型知识是指根据一般规律

推理事物的内在机理继而产生的新知识；合成型知识是指运用或组合已有知识系统来解决问题的知识［20‑21］，

见表 1。对于分析型知识，其产生往往通过认知与推理过程，或者通过模型分析实现，这其中科学知识地位

非常重要。以分析型知识为主的产业，如基因工程、生物科技、通用信息技术等。相关企业一般有自己的研

发中心，但是也依赖于高校及科研单位的研究支持，因此，校企合作联系网络较其他类型产业更为普遍。

Bathelt和 Zhao［22］在对北京 3个生物医药产业园区研究后甚至认为大学和其他研究组织是知识发展和科技转

移的关键来源，并是企业之间联系的重要节点。对于合成型知识，其产生往往是在解决特定问题过程中通过

运用或组合已有知识实现。以合成型知识为主的产业，如设备工程、特殊工业机械、造船业等。这些产业往

往不是通过推理、抽象分析，而是通过归纳、测试、试验、电脑仿真、实践操作等方式来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当然，并不能单纯地说某类产业仅有一种知识类型，其往往是一个综合体。Martin和Moodysson［1］以动画产业

为例，指出编制数据操作系统所需要分析的机理属于分析型知识，控制设备显示需要合成型知识解决，另外，

他们提出除前两者之外，动画产业更重要的一类知识类型——形象型知识，其通过视觉声音和艺术技巧等设

计增强用户感官体验。

表 1 分析型知识和合成型知识对比

对比内容

主要形式

产生过程

合作主体

最终成果

创新类型

分析型知识

新知识的产生

主要是通过认知推理或者模型分析的科学型知识

企业和研发机构之间的研究合作

主要基于专利、出版成果等的代码知识

主要是变革性创新

合成型知识

对既有知识的应用或组合

主要是通过归纳等获得的类似工程型知识

企业与顾客和供应者等的交互学习

主要基于知道怎样的、手工和技能的心照不宣的知识

主要是渐进的创新

注：根据文献［21］整理。

意会知识（tacit knowledge）和编码知识（codified knowledge）。意会知识，也被称为隐性知识、默会知识，

是指由经验得来，体现在个人身上，并主要通过人与人接触所获取的知识［23］；编码知识是指通过数字化和标

准化形式组织的知识［2，24］，也被称为显性知识（explicit knowledge）［25‑26］。 tacit knowledge被从人类认知体系中

区分出并广为关注应归功于波兰尼的开创性贡献［27］，他认为人类的知识有两种，除通常被描述为知识的，如

书面文字等，还有未被表述的知识，如人们在做某事的行动中所拥有的知识。意会知识很多时候通过隐喻进

行传递，具有高度的文化、情景、背景等依赖性，因此，传递双方需要相互之间充分“熟悉”，或者是具有同样的

背景等。由于意会知识是属于个人的且具有情景依赖性，若非个人接触，很难通过其他形式获取［28］。其具

有社会性和空间性特征，社会性指相同的社会背景，具体到企业内部包括团队技能、组织惯例等，这些被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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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空间性指由于个人性和情景依赖性，其体现出本地“黏性”，需要地理临近。意会知识虽

然属于公共产品，但具有地方性［29］。另外，地理临近促进了基于知识传递和溢出的集聚经济作用［30］。编码

知识可能是语言的、数学的、视觉的等，掌握这些知识可能需要经验积累和学习，但传输这些则非常容易。将

知识编码化本身就是一个缩减和变换过程，其使得传递、核查、存储、复制信息变得简单。由于编码知识是明

晰和标准化的，其可以低成本跨界和长距离传输。对于企业而言，其更倾向于采取编码知识形式，如制作使

用手册、定义标准化程序、采用仿真技术等，但有些知识将其编码化确实很难，如审核手续、机器操作技能、最

初始的经验等。Nonaca和 Takeuchi［25‑26］将两类知识之间的信息传递细分为 4类（意会到意会、意会到编码、

编码到编码、编码到意会），并认为对于创新型企业上述 4类过程均存在，而正是两类知识的合理运用使得日

本企业能够做到不断创新。

除上述知识类型外，其他产业集群的知识类型也有学者进行分析研究。例如，爱迪生型知识

（Edison‑type knowledge）和巴斯德型知识（Pasteur‑type knowledge）。爱迪生型知识是指有着清晰的经济应用

目的的市场导向型创新知识；巴斯德型知识是指受特定规律和科学机构激励影响的基于科学的研究知

识［23］。通过对欧洲 189个区域进行研究发现，爱迪生型知识在空间上主要集聚德国西南部、欧洲西北部（包

括英国南部）以及首都类型城市，即此种类型的研究更倾向于集聚；而巴斯德型知识则分布较为均匀，没有明

显的空间集聚倾向，即此种类型的研究集聚度较低。除此之外，再如，知识（knowledge）和信息（information）。

知识是指具有技术含量的解决问题型知识；信息是指具有泛型特征的陈述型或事实（know‑what）知识［31］。还

有正式知识（formal knowledge）和非正式知识（unformal knowledge）。正式知识是指有着明显的码本载体的完

全编码化知识。例如，完全在数据库里存储的模型技术参数。非正式知识则对应待编码知识。例如，在手工

操作中待编码的工序内容［32］。另外，对于知识本身，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33‑35］，Spender［36］进一步强调知识的

动态性和灵活性，并认为诠释弹性、边界管理、组织影响范围界定、系统和组成部分的区分等对于知识型企业

的发展非常重要。

三、知识传递的网络结构

知识在产业集群内外的传递或扩散并非是均质化的，其具有明显的选择性，同时也呈现差异化的结构

特征。

Morrison和 Rabellotti［31］对比了产业集群内知识和信息的网络，发现两者具有非常显著的区别。如图 2所
示，信息传递的网络具有高密度、高连通性，但知识传递的网络则与之相反，甚至有一些孤立的点存在于网络

之外；但是当衡量网络连接的互惠互利程度时，知识网络要远高于信息网络。

（a）信息网络 （b）知识网络

点代表知识和信息联系对象；线代表知识和信息连接关系；根据文献［31］整理

图 2 产业集群内知识和信息网络对比

在上述研究基础上，Morrison和 Rabellotti［31］继续以一个意大利葡萄酒产业集群为样本，研究产业集群内

部的知识网络结构（图 3）。总体而言，产业集群内的知识网络呈现中心‑外围（core‑periphery）结构，但从异质

性和集中度两个指标来衡量，其并不是单中心结构，这意味着一个机构不能控制整个产业集群内所有知识传

递。另外，中心‑中心之间的联系非常高，外围‑外围之间的联系非常低。当进一步研究中心和外围节点特征

时，其发现中心节点一般是小公司，无论是其葡萄酒的产量和价值都相对较低；外围节点一般是大企业，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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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产品还是知识基础都更强。通过上述研究，本文分析认为大企业由于具有较好的知识基础，且有更好的外

部知识连接渠道，其对本地的知识网络缺乏兴趣，因此，可能处于本地知识网络的边缘位置；小企业基础较为

薄弱，对融入本地知识网络非常积极，因此，可能处于本地知识网络的核心位置。

三角代表中心节点；长方形代表外围节点；节点大小与外向程度中心性呈正相关；线代表知识和信息连接关系；根据文献［31］整理

图 3 具有强烈联系的知识网络结构

由于上述研究集中于一个产业集群，所以研究结果可能具有片面性，而 Giuliani［37］对意大利和智利 3个
葡萄酒产业集群的研究分析结果相对而言更为多样。3个产业集群的知识网络分别如图 4～图 6所示。产业

集群 1有大量的孤立节点独立于本地知识网络外，而知识网络内的连接也大多是弱连接（图 4）。本地大多数

节点的知识基础都非常弱，即企业没有雇佣高技术员工也没有自己的内部试验研究。另外，产业集群内知识

基础最强的企业是完全独立于本地知识网络之外的。这个企业的生产方式和产业集群内其他企业相差很

大，导致其知识联系很弱；但这个企业与产业集群外的知识联系非常强烈。产业集群 2有两个几乎不重叠的

知识网络，其中一个由联系密度较高、知识基础较强的企业组成，另外一个的企业之间联系密度低、知识基础

弱（图 5）。产业集群 3由中心‑外围结构组成，中心节点的各种知识联系要强于外围节点，中心节点的知识基

础也要强于外围节点（图 6）。通过上述研究发现，知识流绝不是在产业集群内均质且散漫传播的，其传播是

不平衡且具有选择性的。如果产业集群内的企业知识基础差距较小，知识基础强的企业知识网络联系密度

高，更倾向于成为本地知识中心节点，整个知识传递网络结构会结合产业集群自身特点呈不同程度的中

心‑外围形态；但如果一个知识基础非常强的企业周围都是知识基础非常弱的企业，后者传递和吸收知识的能

力有限，那么，强企业与周围的联系可能就变为很弱，甚至是孤立的，整个知识传递网络结构则呈分散化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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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大小与各自知识基础呈正相关；线代表知识和信息连接关系；字母为各节点代号，即产业集群内各企业标识；根据文献［37］整理

图 4 产业集群 1的知识网络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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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大小与各自知识基础呈正相关；线代表知识和信息连接关系；数字为各节点代号，即产业集群内各企业标识；根据文献［37］整理

图 5 产业集群 2的知识网络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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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大小与各自知识基础呈正相关；线代表知识和信息连接关系；数字为各节点代号，即产业集群内各企业标识；根据文献［37］整理

图 6 产业集群 3的知识网络结构

产业集群外的知识网络结构与集群内的结构紧密相关，如果群内结构是中心性的，那么知识流流入流出

集群主要是通过几个中心节点（或知识守门人）进行；如果区内结构是分散化的，那么区内外知识流流动则是

通过众多节点进行［38］，如图 7所示。例如，工业联合体（industrial complex）类型的产业集群一般有着本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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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型中心［39］，易于形成中心性网络结构；本地中心决定着流入流出产业集群的知识流，有的甚至因此获取租

金收益。纯产业集群（pure agglomeration）或工业区（industrial district）［40］易于形成分散化网络结构；本地很多

节点直接与产业集群外部的信息渠道有着连接。Lorenzen和Mudambi［38］在对印度电影娱乐产业集群宝莱坞

和班加罗尔软件集群进行研究过程中发现，分散化的全球联系网络更利于知识溢出。

除网络结构本身的研究外，学者从其他方面也进行了探讨。从作用主体视角，Owen‑Smith和 Powell［41］在
研究波士顿生物技术产业集群知识网络中发现，产业集群成立之初高校、科研机构在知识网络中起到主要作

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和投资公司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作用机制视角，Turkina等［42］通过对北

美和欧洲的航空航天产业集群网络演变的研究发现，不同的演变方向受不同的互动作用机制影响，如果网络

以伙伴关系为主其演变更倾向于本地化集聚，如果网络以买卖和投资关系为主，其演变逐渐变得更加跨区域

化，上述一定程度上也对知识网络产生影响。

੢A੣͚ᓰࡃ ੢B੣ܳ᪐ࡃ

星号代表知识联系对象（节点）；根据文献［38］整理

图 7 产业集群外的知识网络结构

四、其他时空维度的分析研究

（一）知识的动态演变
Li［43］通过对商品交易会发展演变形态的研究，一定程度反映出产业集群知识系统及获取形式的变化历

程。工业化之前，交易会一般是作为本地或全国交易集市，很少有外国参与者。随着现代化经济发展，本地

产业集群需要获取技术知识、商务知识、市场信息。除了大企业自身建立全球通道外，其他有着较少国际联

系的本地企业可以通过参加发达地区的国际化商品交易平台，来低成本寻找和积累知识。参加这些交易平

台的人员通过本地嗡鸣和社会网络的形式将获取的外部知识传递到本地来促进地区产业发展。在这种情况

下，上述人员便是连接国际集群和本地经济体的知识守门人。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进出口平台向着本地

交易活动等形式发展转变，以满足本地相关产品需求或是促进产业扩张。由于产品交易平台本身在服务创

新经济中具有限制，而当前本地经济与外部世界产业集群分享知识的体量、范围、强度、速度等都在增加，无

法通过现有交易平台来完全满足。另外，本地产业集群已经在特定领域成为了全球热点，能够吸引世界范围

内专业人员和领军企业前来拜访。在这种情况下，原来交易平台开始转变为本地‑全球集聚地。因此，商品

交易会本身发生着从本地集市，到交易平台，再到本地‑全球集聚地等形式的演变，其也对应着本地产业集群

知识学习系统的不断演进升级。从集聚扩散视角，Audretsch和 Feldman［5］通过对美国产业集群的研究发现，

虽然在产业集群创立初期阶段，新知识的产生会导致较大程度的创新活动倾向，但是创新活动真正更多向外

扩散的阶段是产业集群的成熟期和衰退期。

（二）知识的创新过程
有学者将知识创新的过程打开，细化成不同的子过程来进一步研究。Pavitt［44］将创新过程细分为知识的

产生（研究）、将知识转变为技术工艺（发展）、将技术工艺和市场需求匹配（利用）3个子过程。也有学者在此

基础上，将知识的产生过程细化为 6个子过程：集思广益、解决问题、设计与再设计、散播、保护、商业化［45］，见
表 2。其中，散播是指将技术工艺和市场需求对接过程，保护是指如专利等形式的知识产权保护。5个过程

主要是基于对生物科技相关产业进行研究总结提炼而来，上述各个子过程也一定程度上存在嵌入和重叠的

情况。例如，第一个子过程集思广益既存在于知识产生阶段，在后续的研究分析阶段中也存在。不过，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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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的细化法并不能完全将各子过程区分开来，但对于深化研究知识的产生和运用具有一定帮助。

表 2 知识创新的过程性分析

子过程

集思广益

解决问题

设计与再设计

散播

保护

商业化

知识类型

分析型

合成型

合成型

分析型

合成型

合成型

空间范围

本地

全球

本地‑全球

全球

本地

全球

作用发生基础

企业/研究团队

实践社群

实践社群及其他

知识社群

企业/研究团队

机构联盟

注：根据文献［45］整理。

（三）空间临近的维度

知识创新涉及地理领域的研究往往强调临近（proximity）的作用，而临近其实也是产业集群理念的基础

之一［46］。研究较为广泛的是地理临近。由于地理临近易于促进知识的交换和加工，企业通过在地理空间上

接近同行业企业、不同行业企业、高校和研发中心等，获得专业化经济、多样化经济、知识溢出等益处。除此

之外，其他类型的临近也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早在 20世纪 90年代，法国的相互作用临近学派就提出临近分

为不同的维度，远远不仅限于地理临近。近年来相关研究更为多样深入，不同类型的临近也不断被提出［47］。

例如，关系空间临近，包括归属感、互动能力、相同观念等，通过本地劳动力的流动、与本地供应商的关系、派

生物（spin‑offs）等获取知识［48］。Boschma［49］提出了 5种维度的临近：认知、组织、社会、制度、地理。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分析了各个维度的具体特征（表 3）。

表 3 不同维度临近的特征

维度类型

认知维度

组织维度

社会维度

制度维度

地理维度

主要内容

知识差距

控制管理

信任（基于社会关系）

信任（基于共同制度）

空间距离

太远问题

不理解

机会主义

机会主义

机会主义

无空间溢出

太近问题

无创新来源

官僚化

无经济理性

锁定和惯性

无空间开发

可能的解决方法

基于多样化并互补的共同知识基础

松散的耦和系统

嵌入和市场关系的混合

制度的审查和平衡

本地嗡鸣和内外部联系的混合

注：根据文献［49］整理。

五、总结及讨论

相对于研究体系及脉络的梳理，本文围绕重点关注领域展开研究。从核心概念、主要观点入手，分别阐

述产业集群知识创新相关领域国外学者的认识和思考。对于以上研究总结如下：

首先，总体来看，知识溢出涉及知识产生的环境及渠道，知识类型是对知识本身，网络结构是对知识传

递，动态演变、创新过程、临近维度分别针对知识产生发展本身和条件，进行的研究分析。国外学者希望通过

不同的时空维度研究及知识自身内部剖析，将产业集群知识创新的黑箱打开。

第二，从空间维度来看，产业园区知识创新涉及集群内、外两种维度。产业集群内的知识创新，与本地嗡

鸣、意会知识、爱迪生型知识等具有紧密关联，也涉及产业集群外部性、空间临近、集聚经济等领域，事实上，

最初产业集群的知识创新研究主要关注于产业集群内。产业集群外的知识创新，与全球通道、编码知识、巴

斯德型知识具有紧密关联，涉及与全球领先知识水平和市场的对接。

第三，从时间维度来看，无论是知识本身的产生、产业集群知识系统、产业集群知识的传递、产业集群知

识的作用主体，甚至包括产业集群本身，都是随着时间在不断发展演化。因此，必须动态而不能静止地分析

产业集群的知识创新问题。

第四，从知识本身及条件来看，根据不同特性具有分析型与合成型、意会和编码、爱迪生型和巴斯德型、

正式和非正式等知识类型，其传递形式有结合产业集群特点的中心化、分散化结构，包括促进知识产生的临

近条件也具有不同的纬度。细化研究是西方学者的特长，通过将知识本身及条件全方位打开，能够更好地促

进产业集群知识创新的相关研究。

虽然上述产业集群的知识创新相关研究成果获得较多认同，但由于研究对象、方法、时间、地域等的差

异，存在不同甚至相反的研究观点。例如，对于产业集群内外的知识溢出，Love和 Roper［50］基于对英国、德

国、爱尔兰的制造业研究发现，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知识溢出对于创新的作用均不大。Huber［51］在对剑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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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技术产业集群的研究发现，本地知识溢出是很有限的，很多科研人员并不认为他们的工作受益于产业集

群，但是，对于从事管理和市场工作的人员而言，其仍在产业集群知识溢出中获益。Asheim等［52］认为随着科

技的发展，本地嗡鸣也不一定非要面对面交流或是限于一定范围内，比如，随着 Facebook、LinkedIn的发展，

连接人们专业领域和私人生活的空间范围实际扩大了。意会知识一般认为具有地理依赖性，但 Saxenian［53］
认为随着个人尤其是那些跨国的专业社区内精英移民的流动性增强，面对面交流的地理范围更广，意会知识

就可以跨越边界传播。Breschi和 Lissoni［29］认为面对面交流仅对于接触大众化的信息有用，而对于属于私人

产品的科技知识则没有这么容易获取。但 Dahl和 Pedersen［9］通过对丹麦的无线通信产业集群研究发现，即

使是非正式渠道的接触也是可以获得非常有用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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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Important Views of Knowledge Innovation in Clusters

Wang Li1，2
（1. Chinese Academy of Macroeconomic Research，Beijing 100038，China；

2. Institute of Spatial Planning & Regional Economy，NDRC，Beijing 100038，China）
Abstract：Knowledge innovation is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ustrial cluster is a
major carrier of economy development. The important fields and viewpoints of foreign scholars on the study of knowledge creation in
clusters are analyzed， in order to provide support for domestic economic development. Firstly， one of the externalities of
clusters‑knowledge spillover is introduced，mainly around local buzz and global pipelines. Secondly，the knowledge itself is analyzed，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knowledge being enumerated. Then the network structure of knowledge is introduced around the transmission
characteristic of knowledge. Finally，the relevant contents and viewpoints of other key areas are introduced，such as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knowledge，innovation process，and proximity dimension.
Keywords：clusters；knowledge creation；overview

李 峰等：

品牌标识的隐性设计线索对消费者品牌
创造性感知的影响

李 峰，朱圆圆
（江南大学 商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摘 要：从品牌标识的隐性设计线索特征视角切入，基于图底反转原理和溢出效用，本文旨在探究品牌标识的隐性设计线索对

消费者品牌创造性感知的作用机理。3个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品牌标识的隐性设计线索比显性设计线索更能够增加消费者品

牌创造性感知，且此效用成立的条件为：消费者自主发现隐性设计线索。同时，消费者的感知有趣性中介了此效用。此外，产

品视觉审美集中度正向强化了品牌标识的隐性设计线索对品牌创造性感知的影响作用。

关键词：品牌标识；隐性设计线索；品牌创造性感知；产品视觉审美集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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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的视觉识别已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因素之一［1］。作为一个企业、组织、品牌符号象征的图形设

计［2］，品牌标识（brand logo）塑造了区别于竞争对手的品牌身份而且能够被消费者准确地识别［3］，同时品牌标

识又是企业的高价值资产并且影响着企业绩效［3‑4］。因此，企业致力于设计一款具有吸引力且体现公司核心

价值的品牌标识［1］，来塑造一个可被消费者识别且又独特的品牌身份［5］。其中在品牌标识设计中放入隐性

设计线索（implicit design cues）很受企业的喜爱，例如，家乐福在品牌标识设计中放入了隐性的字母“C”、联邦

快递在品牌标识设计中放入了隐性的“箭头”形状、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在品牌标识设计中放入了隐性的

数字“1”等。一般而言，当没有告诉消费者时，消费者可能察觉不到品牌标识中隐性的字母“C”“箭头”等隐

性线索特征，但奇怪的是，在其官网、公众号等网站及电视、报纸等媒体上，并没有发现这些品牌刻意宣传过

其品牌标识的设计理念。所以这就产生了一系列有趣的问题：①为什么品牌标识在设计中运用了隐性设计

手法，却没有刻意地宣传其品牌标识的设计理念？ ②消费者在发现这些品牌标识的隐性设计线索后，会产

生何种感知？③消费者的情感感知对品牌标识所代表的品牌有何积极的影响作用吗？因此，本研究基于现

实中大量存在的隐性品牌标识实例，从品牌标识的隐性设计线索视角切入，研究品牌标识的隐性设计线索及

其如何影响消费者品牌创造性感知。

一、相关研究述评与假设

（一）品牌标识

自从 Henderson和 Cote［3］提出了挑选和美化品牌标识的准则之后，品牌标识引起了众多市场营销学者对

其研究。例如，品牌标识的对称性对品牌个性的影响［6］及其对品牌资产的影响研究［7］、品牌标识的框架对消

费者象征性连接的影响研究［8］、品牌标识的形状对品牌态度的影响［9‑10］及其与消费者自我建构的关系研

究［11］、品牌标识的颜色在老品牌标识再设计中如何选择［12］及品牌标识颜色对消费者品牌个性判断的影响研

究［13］、品牌标识的积极留白对品牌标识评估与品牌个性的影响研究［2］、品牌标识的动态性对品牌效能［14］及品

牌态度的影响研究［15］、品牌标识的不完整性对公司感知的影响研究［5］、品牌标识的正斜对消费者知觉和态度

的影响研究［16］等。

总的来说，学者们都是从品牌标识的某类设计特征视角切入，研究其对消费者品牌态度的影响、品牌个

性的感知等。但品牌标识的隐性设计线索，还没有被学者深入地研究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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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building and Deconstructionism on the Sustainability of Transition Governance

Qin Jialiang1，He Minghua2
（1. Business School，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ghai 200093，China；

2. College of Education，Jinggangshan University，Ji’an 343009，Jiangxi，China）
Abstract：Focusing on the transition management，some criticisms and questions about the sustainable transition are reviewed. While
some of the earlier criticism have inspired theory development，the underlying epistemological issues deserve more attention. It
demonstrates how some of the criticisms on transition management and its underlying complexity paradigm are based on a
deconstructive understanding of complexity，which questions to what extent complex systems can be influenced into a desired
direction. The criticism of transition management needs to know the following points：① Transition management itself presupposes
inherent deconstructive power，which hitherto has been insufficiently specified. ② Transition management also has an explicit
ambition to‘go beyond’deconstruction. It elaborates a reconstructive approach as an epistemological grounding for transition studies
on three grounds：Firstly，a research focus beyond‘is’versus‘ought’towards‘can be’. Secondly，interpretative research and
reflexivity. Finally，a phronesis understanding of sustainability.
Keywords：transition management；sustainability；complexity；deconstructionism；re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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